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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有效地引导个体“慷慨解囊”一直是理论和实践都关注的热点。基于道德基础理论和刻板印象内容模

型, 研究考察了在不同社会知觉(温暖型 vs.能力型)的劝捐主体中, 两种道德诉求方式(个体人道诉求 vs.群体规范诉

求)对劝捐效果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3 个实验的结果显示：温暖型(能力型)劝捐主体与个体人道诉求(群体规范诉

求)更为契合, 更有利于提升劝捐效果; 温暖型劝捐主体进行个体人道诉求主要通过唤起个体的自我效能而提升劝

捐效果, 而能力型劝捐主体进行群体规范诉求则主要通过增强个体的反应效能而提升劝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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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个人捐赠是社会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Simpson, 

White, & Laran, 2018)。近年来, 随着中国公民捐赠

意识的增强与网络捐助形式的兴起, 个人捐赠已成

为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除慈善机构

(如基金会)外, 央企、民企和外企等各类企业也纷

纷将精准扶贫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向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7)》), 呼吁

企业员工和消费者进行个人捐赠(Lee, Winterich, & 
Ross, 2014; 赵芬芬, 杜兰英, 侯俊东, 2018)。因此, 
如何通过慈善倡议增强个人捐赠意愿、提升劝捐效

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具体的捐赠情境中, 消费者对自身的身份定

位往往是具有可塑性的, 道德诉求是改变消费者所

感知的“身份”的有效方式之一(Winterich, Zhang, & 
Mittal, 2012)。人既是独立的个体, 也是社会群体中

的一分子, 具有“双重身份”。同样, 在道德判断中, 
人们即可从个体身份考虑“一个人如何做才有道

德”, 也可从群体身份考虑“一群人如何做才有道

德” (Critcher & Dunning, 2013; Mooijman et al., 
2017), 而 这 对 应 着 根 据 道 德 基 础 理 论 (moral 
foundation theory, MFT)划分的两种道德诉求方式

——基于个体层面的诉求(individualizing appeal)与
基 于 群 体 层 面 的 诉 求 (binding appeal) (Kidwell, 
Farmer, & Hardesty, 2013), 据其核心内涵与要义, 
以下将统称为个体人道诉求与群体规范诉求(Smith, 
Aquino, Koleva, & Graham, 2014; Winterich et al., 
2012)。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指出 , 社会知觉(即人们对人或事物的判断)
主要从温暖(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两方面进

行评价(Fiske, Cuddy, & Glick, 2007; Wang, Mao, Li, 
& Liu, 2017)。高温暖的企业被认为会更“发自内心

地将受赠人的福利放在心上” (Gershon & Cryder, 
2018), 与强调个体内在道德意识的诉求(即个体人

道诉求)较为契合; 而群体规范诉求主张外在群体

规范(如责任、权威), 遵从这些规范通常具有一定

的能力要求(Kervyn, Fiske, & Malone, 2012; Ho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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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wis, 2011)。受此启发, 我们推测道德诉求方式

与社会知觉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亟待挖掘的匹配关

系。然而, 现有研究尚未能对此予以明确答案。另

外, 尽管个体人道诉求与群体规范诉求在实践中运

用广泛, 但目前鲜有研究对两者孰优孰劣进行深入

探析, 尤其在慈善捐赠领域中有关两者劝说效果的

研究较为匮乏。 
综上, 本研究通过整合道德基础理论和刻板印

象内容模型, 从社会知觉的角度重点探讨道德诉求

方式对劝捐效果的影响 , 并揭示其内在的心理机

制。本文研究成果既有助于拓展和丰富既有理论, 
也为理解劝捐者与捐赠者之间“诉求—响应”的良

性互动提供新的视角。 
1.1  道德基础理论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道德基础理论认为, 人们的道德价值体系建立

于多重维度之上, 主要包括关怀/伤害(care/harm)、
公 平 /欺 骗 (fairness/cheating)、 忠 诚 / 背 叛 (loyalty/ 
betrayal)、权威 /破坏(authority/subversion)及纯洁 /
堕落(purity/degradation)五大方面(Haidt & Graham, 
2007; Kidwell et al., 2013)。1个体人道诉求与群体规

范诉求是基于道德基础的诉求分类, 强调通过唤醒

不同身份(个体身份 vs.群体身份)而影响人们对道

德 的 判 断 (Winterich et al., 2012; Kidwell et al., 
2013)。具体而言, 个体人道诉求凸显个体身份(如
“一个人应该怎么做才是道德的”), 引起人们对道

德判断中的关怀/伤害、公平/欺骗维度的关注; 群

体规范诉求则凸显群体身份(如“一群人应该怎么做

才是道德的”), 导致人们更关注道德判断中的忠诚

/ 背 叛 、 权 威 / 破 坏 和 纯 洁 / 堕 落 维 度 的 内 容

(Mooijman et al., 2017; Smith et al., 2014)。两者本

质区别在于 , 人们的道德驱动力是来自于个体身

份(内在驱动)还是群体身份(外在驱动)。捐赠决策

与行为往往同时受到消费者的身份定位与慈善劝

捐主体的特点的影响(Winterich et al., 2012), 因

而有必要将劝捐主体的特点与道德诉求方式一并

探讨。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最初关注的是社会群体知

觉(Fiske, Cuddy, Glick, & Xu, 2002), 近年来不断拓

                                                           
1 道德维度的内容部分来源于人际关系模型(Fiske, 1992)、道德价

值 (Turiel, 1983) 等 理 论 , 相 关 表 述 也 较 为 多 样 , 如 社 区 性

(community)、自主权(autonomy)等。鉴于本研究的重点是对理论的

运用而非理论辨析 , 同时为避免概念混淆 , 本文仅围绕 Haidt 和

Graham (2007)、Graham, Haidt 和 Nosek (2009)所归纳的五组内容展

开研究。 

展 到 个 体 知 觉 (Judd, James-hawkins, Yzerbyt, & 
Kashima, 2005; Wang et al., 2017)、组织知觉(Aaker, 
Vohs, & Mogilner, 2010)及品牌知觉(Kervyn et al., 
2012; 庞隽, 毕圣, 2015; 魏华, 汪涛, 周宗奎, 冯

文婷, 丁倩, 2016)。根据 SCM 的基本原理, 社会知

觉(即人们对人或事物的判断)整体上可简化为温暖

与能力两大维度(Fiske et al., 2002), 前者反映人们

对善意、友好、可信、热情、真诚等属性的感知, 后

者则指人们对效率、才能、尽责、技能、创造性等

属性的感知(Aaker, Garbinsky, & Vohs, 2012; Hoegg 
& Lewis, 2011)。以往研究探讨了大量激活个体温暖/
能 力 知 觉 的 线 索 , 例 如 个 体 性 别 (Wei & Ran, 
2019)、品牌名称(魏华 等, 2016)、刻板印象(庞隽, 
毕圣, 2015)及面部表情(Wang et al., 2017)等。与人

际间感知类似, 实践中的劝捐主体在温暖和能力方

面存在差异, 本研究将慈善劝捐主体分为温暖型劝

捐主体(如以善意等为主导)和能力型劝捐主体(如

以能干等为主导)。  
1.2  道德诉求方式与劝捐主体类型对劝捐效果

的交互影响 
劝捐的主要目的在于动员个体进行捐赠行为

(Simpson et al., 2018)。劝捐的形式分为直接劝捐和

间接劝捐, 前者直接呼吁消费者付出金钱、物资或

时间(Savary, Goldsmith, & Dhar, 2015), 后者则是

以个体消费为前提的捐赠行为, 如善因营销等(江

若尘, 郑玲, 2017)。实质上, 劝捐也是一种信息说

服过程, 其效果取决于诉求信息如何被信息接收者

有效吸收。以往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当信息的内

容或框架与信息接收者的认知、情感或动机等特征

相 匹 配 时 , 说 服 效 果 更 佳 (Uskul, Sherman, & 
Fitzgibbon, 2009)。例如, 当信息内容与个体的调节

聚焦(Cesario, Grant, & Higgins, 2004)、政治取向

(Kidwell et al., 2013)、道德认同(Winterich, Mittal, & 
Ross, 2009)相匹配时, 信息更具说服力。 

如前所述 , 个体人道诉求唤醒了“个体身份”, 
导致人们在道德判断中更看重个体层面的行为驱

动力(如道德意识), 此时他们更关注的是“做自己

认为对的事情”, 例如做出给予他人关怀、避免他人

受到伤害等道德行为 (Critcher & Dunning, 2013; 
Kidwell et al., 2013)。此时, 秉持个体性道德基础的

人们(基于个体层面考虑道德问题)会倾向跟随道德

意识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在慈善劝捐过程中, 温暖

型的劝捐主体在形象上的善意、热情、慷慨、富有

同情心等特点正是人们内在的道德意识所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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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cher & Dunning, 2013; Gershon & Cryder, 
2018)。Zhu, He, Chen 和 Hu (2017)的研究提出了努

力导向策略与能力导向策略, 其中前者重在表现出

慈善机构的努力和用心。当慈善机构表现出努力、

用心的信号时 , 会提升人们对其执行结果的评价 , 
认为它更有可能帮助到所需之人, 而当捐赠者借其

之手、行己之善时会将这种效能感投射在自己身上

而 具 有 更 高 的 自 我 效 能 (Krishnan, Netemeyer, & 
Boles, 2002)。温暖型劝捐主体本身可以唤醒人们善

意、真诚、慷慨等动机, 若采取努力导向策略会更

容易引发消费者基于“价值驱动”层面来进行判断

与决策, 这与个体人道诉求唤起人们基于个体的层

面来考虑道德行为相得益彰, 也进一步增强了自我

效能, 故当消费者知觉劝捐主体为温暖型时, 采取

个体人道诉求(vs.群体规范诉求)方式对提升劝捐

效果更为有效。 
相反地, 群体规范诉求唤醒了“群体身份”, 致

使人们在道德判断中更看重群体层面的驱动力(道

德规范) (Critcher & Dunning, 2013), 此时他们更倾

向做“群体认可的事情”, 例如担当责任、服从权威、

遵从规范等行为(Critcher & Dunning, 2013; Smith 
et al., 2014; Winterich et al., 2012)。能力型劝捐主体

具有权力、技能、效率等属性, 与群体规范诉求信

息中的履行责任、服从权威(如领导者)等主张具有

密 切 关 系 (Hoegg & Lewis, 2011; Kervyn et al., 
2012)。例如, 由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需要财力、物

力 的 投 入 (Gershon & Cryder, 2018; 赵 芬 芬  等 , 
2018), 高能力的企业被认为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

任。另外, 能力特质是选举领导者(如政客等)时投

票人主要侧重的素质, 也是人们愿意服从的必备条

件(Hoegg & Lewis, 2011), 而非温暖特质(如“慈不

掌兵”)。能力型劝捐主体更有可能在履行责任、树

立权威等道德领域表现良好, 与群体规范诉求的道

德主张较为契合(Kidwell et al., 2013; Smith et al., 
2014)。因此, 当消费者知觉劝捐主体为能力型时, 
采取群体规范诉求(vs.个体人道诉求)方式更有利

于提升劝捐效果。基于以上讨论, 我们推测, 道德

诉求方式与劝捐主体类型之间存在匹配效应, 提出

如下假设： 
H1a：当消费者知觉劝捐主体为温暖型时, 采

取个体人道诉求(vs.群体规范诉求)方式对提升劝

捐效果更有效。 
H1b：当消费者知觉劝捐主体为能力型时, 采

取群体规范诉求(vs.个体人道诉求)方式对提升劝

捐效果更有效。 
1.3  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的中介作用 

当个体决定执行某种行为时, 对自身执行力的

评估与对目标实现有效性的评估影响着后续的行

动(Bandura, 1982; Keller, 2006)。在大量的心理学研

究中,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指的是个体相信自己

有能力实现既定目标的信念, 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强

调“我”对慈善项目所起的作用以及实现这种作用

的容易程度(Choi, Krieger, & Hecht, 2013; Keller, 
2006; 陈斯允, 骆紫薇, 2017)。反应效能(response 
efficacy)则指的是个体对预期结果有效性的评估

(Han, Duhachek, & Agrawal, 2016), 在本研究中体

现为侧重慈善项目的有效性。换言之, 自我效能体

现捐赠者对自身能力对实现某一目标(如促进慈善

事业发展)的影响力评估, 而反应效能反映捐赠者

对项目效果(如帮助到所需之人)的预期判断(Sharma 
& Morwitz, 2016)。Choi 等(2013)指出, 自我效能和

反应效能均可以显著提升信息劝说的有效性, 促进

健康行为采纳。已有研究表明, 反应效能和自我效

能是解释应对方式和解释水平匹配范式对健康说

服效果影响的两种不同心理机制(Han et al., 2016)。
基于慈善捐赠情境, 我们通过梳理和建立个体人道

诉求/群体规范诉求、温暖/能力及信息说服效果之

间的潜在联系, 提出两种效能感在道德诉求方式与

劝捐主体类型的匹配范式中起中介作用。 
一方面, 个体人道诉求唤起了人们基于个体的

层面来考虑道德行为, 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价值驱动

的诉求较为契合, 即仁慈、关怀等内在价值的驱动

(Zhu et al., 2017)。当人们更多地聚焦于内心准则对

其行为的控制时, 往往对自己的行为更有信心, 即

具 有 较 高 的 自 我 效 能 (Ajzen, 2002; Judge, Erez, 
Bono, & Thoresen, 2002)。温暖型劝捐主体倾向于唤

醒人们善意、真诚、慷慨等动机, 使得人们相信自

己能通过某种行为(如捐款)而发挥作用的信念更加

凸显。换言之, 当劝捐主体被感知为高温暖时, 消

费者对自己能在慈善项目中发挥作用具有更高的

期待和信心, 即促进自我效能, 而这种自我效能将

促进人们采取捐赠行动 , 从而提升劝捐效果(Choi 
et al., 2013)。另一方面, 群体规范诉求下的消费者

则更强调从群体层面出发来考虑问题, 强调外在群

体规范的压力作用, 这些外在的规范可以是社会规

则、社会秩序或他人期许等外部因素(Kidwell et al., 
2013; Smith et al., 2014), 因而具有群体性道德基础

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把道德行为的实现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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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于外部条件, 他们认为自身与项目结果之间并没

有很强的联系(Ng & Butts, 2009), 反而更关注与自

身无关的外在条件(如慈善机构的权威)对项目有效

性的决定作用。能力型劝捐主体与预期结果有效性

(即反应效能)密切相关。例如, 政治候选人的能力

和智力特征(均属能力维度)正向预测其成功选举

(Hoegg & Lewis, 2011)。《孙子兵法·用间篇》也有

道：“故惟明君贤将, 能以上智为间者, 必成大功”, 
寓意高能力者更有可能实现预期目标。是故, 能力

型劝捐主体采用群体规范诉求时, 消费者会对其所

负责的慈善项目有效性产生乐观评估, 增强反应效

能, 进而提升劝捐效果(Han et al., 2016)。综上, 提

出假设： 
H2a：对于温暖型劝捐主体, 个体的自我效能

中介道德诉求方式对劝捐效果的影响。 
H2b：对于能力型劝捐主体, 个体的反应效能

中介道德诉求方式对劝捐效果的影响。 

2  实验 1：道德诉求方式在不同社
会知觉下的劝捐效果探讨 
实验 1 旨在探讨道德诉求方式与劝捐主体类型

对劝捐效果的交互影响, 即检验假设 H1a 和 H1b。

实验采用 3 (道德诉求方式：个体人道诉求 vs.群体

规范诉求 vs.中性诉求) × 2 (劝捐主体类型：温暖型

vs.能力型)组间因子设计。 
2.1  实验刺激物 

借鉴 Graham 等(2011)和 Kidwell 等(2013)的研

究, 设计出三份不同内容的诉求作为道德诉求方式

的刺激物。其中, 个体人道诉求凸显从个体层面考

虑助人 , 内容为“心系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 就行动

起来吧！您从心底里知道, 您的在乎和行动是对的

选择。正因为有像您一样的人, 我们可以减少贫困

对孩子们的伤害, 促进贫困山区儿童教育的发展”。

群体规范诉求强调基于群体层面考虑助人, 内容为

“担起公民责任, 就行动起来吧！帮助贫困山区的孩

子是体现您社会责任感的行为。正因为有像您一样

的人, 我们能更好地追随公益领导者的步伐, 促进

贫困山区儿童教育的发展”。中性诉求组仅简单告

知捐赠需求。在开展正式实验之前, 先进行了一个

独立前测 (n = 58)。被试 (48.3%男性 , 平均年龄

20.66 岁, SD =1.44)阅读捐赠诉求后, 完成对两种道

德基础的评估(Winterich et al., 2012; 1 = 非常不同

意, 7 = 非常同意)。个体人道诉求条目为“这则诉求

体现出了关心弱势人群/保护个体权利/避免伤害” 

(α = 0.84); 群体规范诉求条目为“这则诉求体现出

了保护群体利益 /履行公民义务 /尊重权威” (α = 
0.75)。结果显示, 个体人道诉求组的被试更认同个

体性道德基础(M个体 = 5.10, M群体 = 3.82, M中性 = 4.42; 
F(2, 55) = 14.96, p < 0.001, η2 = 0.35), 其中个体人

道诉求组显著高于中性诉求组(p = 0.021), 中性诉

求组显著高于群体规范诉求组(p = 0.036)。另外, 群

体规范诉求组的被试更认同群体性道德基础(M 个 体 

= 3.86, M群体 = 5.03, M中性 = 4.36; F(2, 55) = 17.02, p 
< 0.001, η2 = 0.38), 其中群体规范诉求组显著高于

中性诉求组(p = 0.008), 中性诉求组显著高于个体

人道诉求组(p = 0.042)。是故, 道德诉求的操控方式

可用于接下来的正式实验。 
温暖/能力知觉主要通过劝捐主体不同颜色的

倡议书封面来进行操控。参照已有研究(Labrecque 
& Milne, 2012), 温暖型劝捐主体采用黄色的倡议

书封面, 能力型劝捐主体采用蓝色的倡议书封面。

两组封面的其他展示要素(如标题, 字体等)均保持

一致。 
2.2  实验程序 

在广州医科大学招募了 237 名大学生被试

(46.8%男性, M age = 21.59 岁, SD = 2.96 岁)。实验助

理安排被试入座、签署实验知情书后, 被试在电脑

上完成指定任务。首先, 电脑呈现黄色或蓝色其中

一种倡议书封面, 分别代表温暖型和能力型劝捐主

体; 然后, 不同诉求组的被试阅读相应的诉求内容

(阅读的背景与封面的颜色保持一致)。接着, 所有

被试完成两道无关实验的算术题目作为注意力检

验项, 随即表明其捐赠意愿(Simpson et al., 2018), 
共 2 题, 测项如“我愿意为该公益项目捐款” (r = 
0.90, p < 0.001; 1 = 完全不, 7 = 非常)。接下来, 被

试完成两部分操纵检验的项目, 第一部分是社会知

觉量表(Aaker et al., 2010; Kervyn et al., 2012), 温

暖知觉的条目包括“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 GH 基金

会是温暖的/真诚的/善意的?” (α = 0.89), 能力知觉

的条目为“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 GH 基金会是能干

的/尽责的/胜任的?” (α = 0.84), 均在 7 级量表上进

行(1 = 一点也不; 7 = 非常)。第二部分为个体性道

德基础(α = 0.78)与群体性道德基础(α = 0.91), 条

目与前测的题目相同。我们还要求被试在 7 级量表

上完成情绪测项(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 
包括积极情绪(“高兴的/兴奋的/激动的”, α = 0.74)
和消极情绪(“沮丧的/紧张的/伤心的”等, α = 0.76); 
1 = 完全不, 7 = 非常如此。此外, 实验 1 还测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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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对儿童教育慈善事业的熟悉度、对儿童的同情

程度以及感知捐赠重要性(Lee et al., 2014; 江若尘, 
郑玲, 2017)。最后, 收集性别、年龄等信息, 询问

被试是否知晓实验目的, 并发放实验报酬。 
2.3  分析结果 

剔除注意力测试未通过(11 个)、未完成所有实

验步骤(2 个)的样本后, 剩余的 237 份有效数据进

入后续分析。对于个体性道德基础, 道德诉求方式

主效应显著(M个体性 = 4.68, M群体性 = 3.53, M中性 = 4.12; 
F(2, 231) = 21.54, p < 0.001, η2 = 0.16), 其中个体人

道诉求组(n = 77)显著高于中性诉求组(n = 81; p = 
0.001), 中性诉求组显著高于群体规范诉求组(n = 
79, p = 0.002)。劝捐主体类型对个体性道德基础的

主效应(F(1, 231) = 1.93, p = 0.16)以及两者的交互

效应(F(2, 231) = 0.34, p = 0.71)均不显著。对于群体

性道德基础 , 道德诉求方式主效应显著 (M 个 体 性  = 
3.56, M群体性 = 4.51, M中性 = 4.02; F(2, 231) = 11.78, 
p < 0.001, η2 = 0.09), 其中群体规范诉求组显著高

于中性诉求组(p = 0.010), 中性诉求组显著高于个

体人道诉求组(p = 0.024)。劝捐主体类型对群体性

道德基础的主效应(F(1, 231) = 0.61, p = 0.44)以及

两者的交互效应(F(2, 231) = 0.55, p = 0.58)均不显

著。另外, 温暖组被试(n = 118)对 GH 基金会有更

高温暖知觉(M温暖 = 4.82, M能力 = 4.31; F(1, 231) = 
16.69, p < 0.001, η2 = 0.07), 道德诉求方式对温暖

(F(2, 231) = 0.93, p = 0.39)及两者的交互效应(F(2, 
231) = 0.87, p = 0.42)均不显著; 能力组被试(n = 
119)对 GH 基金会有更高能力知觉(M 温 暖  = 3.92,    
M能力 = 4.56; F(1, 231) = 17.96, p < 0.001, η2 = 0.08), 
道德诉求方式对能力(F(2, 231) = 1.88, p = 0.15)及
两者的交互效应(F(2, 231) = 0.51, p = 0.60)均不显

著。因此, 道德诉求方式与劝捐主体类型均操纵有效。 
以捐赠意愿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表明, 道德诉

求方式(F(2, 231) = 1.05, p = 0.35)和劝捐主体类型

(F(1, 231) = 1.39, p = 0.24)的主效应不显著, 而道

德诉求方式与劝捐主体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231) = 7.67, p = 0.001, η2 = 0.06。具体而言, 对于温

暖型劝捐主体(F(2, 231) = 3.59, p = 0.029, η2 = 0.03), 
采取个体人道诉求的劝捐效果(M = 5.56, SD = 1.13)
优于群体规范诉求(M = 4.87, SD = 1.14; p = 0.016)
与中性诉求(M = 4.93, SD = 1.30; p = 0.028), 群体

规 范 诉 求 与 中 性 诉 求 劝 捐 效 果 无 显 著 差 异 (p = 
0.80); 对于能力型劝捐主体(F(2, 231) = 5.24, p = 
0.006, η2 = 0.04), 采取群体规范诉求的劝捐效果

(M = 5.43, SD = 1.23)优于个体人道诉求(M = 4.55, 
SD = 1.37; p = 0.002)与中性诉求(M = 4.80, SD = 
1.35; p = 0.024), 个体人道诉求与中性诉求劝捐效

果无显著差异(p = 0.388)。同时, 当采取个体人道诉

求时, 相比于能力组, 温暖组被试具有更高的捐赠

意愿(F(1, 231) = 12.36, p = 0.001, η2 = 0.05); 当采

取群体规范诉求时, 相比于温暖组, 能力组被试具

有更高的捐赠意愿(F(1, 231) = 4.03, p = 0.04, η2 = 
0.02); 当采取中性诉求时, 温暖组与能力组被试的

捐赠意愿无显著差异(p = 0.62)。由此, 假设 H1a 和

H1b 得证。将情绪、慈善事业的熟悉度、对儿童的

同情程度及感知捐赠重要性分别纳入到模型中, 发

现道德诉求方式与劝捐主体类型交互效应依然成

立, 故可排除上述控制变量对本研究效应的影响。

实验 1 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道德诉求方式与劝捐主体类型对捐赠意愿的交互

影响(实验 1) 
 

2.4  讨论 
实验 1 探究了道德诉求方式与主体类型匹配范

式对劝捐效果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被试知觉劝捐

主体为能力型时, 采取群体规范诉求方式可产生更

高的捐赠意愿, 而当被试知觉劝捐主体为温暖型时, 
采取个体人道诉求可产生更高的捐赠意愿, 即假设

H1a 和 H1b 成立。同时, 我们排除了情绪、慈善事

业的熟悉度、对儿童的同情程度以及感知捐赠重要

性等因素的影响。然而, 研究 1 仍有不足。其一, 所

选取的慈善事业为儿童教育, 而现实中慈善事业范

围广泛, 涉及赈灾援助、自然环保、医疗卫生等。

研究 1 所观察到的现象在这些领域是否稳定存在有

待考究。其二, 劝捐效果指标选用捐赠意愿, 属于

被试的主观报告, 由于主观报告不能完全反映实际

行为, 因此我们在实验 2 中更换因变量测量方式, 
选用行为指标(真实捐赠金额), 以检验实验 1 的结

果在行为层面上的稳定性。其三, 在披露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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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 项目可能会展示个人照片(如腾讯 99 公

益)。考虑到代表人物对组织有代表作用(Wang et al., 
2017; Wei & Ran, 2019), 代表人物所引起的社会知

觉也应纳入考察范围。其四, 研究 1 尚未对所验证

效应的中介机制进行直接验证, 故关于道德诉求方

式与劝捐主体类型具体如何影响劝捐效果的内在

机理并不明晰。是故, 研究 2 将围绕以上四方面展开。 

3  实验 2：道德诉求方式和社会知
觉匹配范式的中介机制研究 
实验 2 的研究目的在于验证反应效能与自我效

能的中介作用, 为道德诉求方式和劝捐主体类型的

匹配范式提供合理的解释机制。本实验选择的慈善

事业为地震灾害援助, 采用 3 (道德诉求方式：个体

人道诉求 vs.群体规范诉求 vs.中性诉求) × 2 (劝捐

主体类型：温暖型 vs.能力型)组间因子设计。 
3.1  实验刺激物 

三则道德诉求的主题均为赈灾公益项目(Kidwell 
et al., 2013)。具体而言, 个体人道诉求为“心系灾区

人民, 现在就行动起来吧！您从心底里知道, 您的

在乎和行动是对的选择。您的举动将有助于降低本

次灾难对灾区人民的伤害, 更好地帮助灾区恢复往

日容貌”; 群体规范诉求为“担起公民责任, 就行动

起来吧！帮助受灾中的人民是体现您社会责任感的

行为。中华民族素来有济贫扶危的传统, 全员团结

起来能更好地帮助灾区恢复往日容貌”; 中性诉求

则仅简单交代捐赠需求。劝捐主体类型的操控使人

像图片刺激的方法。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 笑容较

大更容易引起被试对感知对象的温暖知觉, 而笑容

较小倾向于引起被试的感知对象的能力知觉(Wang 
et al., 2017)。因此在实验 2 中, 笑容较大者代表温

暖型劝捐主体, 笑容较小者代表能力型劝捐主体。

我们使用 Photoshop CS6 (图像处理软件)对同一个

人的笑容进行编辑, 形成两个笑容大小不同的慈善

机构代表人物(见附录)。独立样本 t 检验(n = 43)表
明, 两组人物的吸引力(p = 0.34)、感知可靠性(p = 
0.11)均无显著差异。 
3.2  实验程序 

大学生被试(58.8%男性, Mage = 22.14 岁, SD = 
3.44 岁)首先填写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等), 并签

署实验知情书。与实验 1 不同, 实验 2 调换了劝捐

主体类型与道德诉求方式的操纵顺序, 即先展示道

德诉求的内容, 再呈现慈善机构代表人物的照片。

随后, 被试将收到分别写着“酬金”和“捐款”的两个

不透明信封, “酬金”信封里装着被试参与本实验的

报酬 20 元(20 张 1 元人民币)。此时发放酬金的原

因在于, 被试在获得酬金后更容易从中抽出部分金

额进行捐赠(Lee et al., 2014), 而 1 元单张则是为了

方便被试进行捐款分配。电脑屏幕提示被试可以自

愿使用所获报酬的部分或全部进行捐赠(也可选择

不捐赠), 将捐赠部分装进“捐款”信封, 剩余酬金留

在原信封自行带走便可。接下来, 被试完成道德诉

求的操纵检验题项(Kidwell et al., 2013; Winterich 
et al., 2012), 包括个体性道德基础(如“关心弱势人

群”; α = 0.78)和群体性道德基础(如“履行公民责

任”; α = 0.82), 以及对图片中机构代表人物的感知

温暖(α = 0.87)和感知能力(α = 0.81)进行评估, 题

项与实验 1 相同(1 = 完全不, 7 = 非常如此)。 
之 后 , 对 中 介 变 量 进 行 测 量 (Keller, 2006; 

Sharma & Morwitz, 2016), 其中, 自我效能的条目

为“我对自己实现本次捐赠的目的很有信心”和“我

认为实现捐赠的目的是容易的”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r = 0.69, p < 0.001); 反应效能的条

目为“本次捐赠的结果能产生影响”和“本次捐赠的

结果会是有效的” (1 = 非常不认同, 7 = 非常认同; 
r = 0.75, p < 0.001)。我们同时测量了可能存在的替

代性解释变量, 包括感知正确性(2 测项, 如“您在

处理本次捐赠倡议信息时的容易程度” ; Cesario 
et al., 2004; r = 0.77, p < 0.001)、卷入度(2 测项 , 
如“您在阅读本次倡议时投入了多少注意力”; Wheeler, 
Petty, & Bizer, 2005; r = 0.71, p < 0.001)。最后, 被

试表明对赈灾援助的熟悉度、对灾民的同情程度以

及感知捐赠重要性 , 实验助理询问被试是否知晓

实验目的 , 并告知被试实验中的地震消息为虚拟

新闻。 
3.3  数据分析与结果 

在剔除注意力测试未通过(17 个)、未完成所有

实验步骤(5 个)的样本后, 剩余的 243 份有效数据

进入后续数据分析。对于个体性道德基础, 道德诉

求方式主效应显著(M个体 = 4.65, M群体 = 3.74, M中性 = 
4.20; F(2, 237) = 9.91, p < 0.001, η2 = 0.07), 其中个

体人道诉求组显著高于中性诉求组(p = 0.04), 中性

诉求组显著高于群体规范诉求组(p = 0.02)。劝捐主

体类型对个体性道德基础的主效应及两者的交互

效应均不显著(p > 0.20)。对于群体性道德基础, 道

德诉求方式主效应显著(M 个体  = 3.94, M 群体  = 4.96,  
M中性 = 4.36; F(2, 237) = 15.56, p < 0.001, η2 = 0.12), 
其 中 群 体 规 范 诉 求 组 显 著 高 于 中 性 诉 求 组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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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中性诉求组显著高于个体人道诉求组(p = 
0.005)。劝捐主体类型对群体性道德基础的主效应

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 > 0.40)。另外, 温暖

组被试对机构具有更高温暖知觉(M温暖 = 5.01, M能力 = 
4.40; F(1, 237) = 16.07, p < 0.001, η2 = 0.06), 道德

诉求方式对温暖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 > 
0.50); 能力组被试对机构具有更高能力知觉(M 温 暖  = 
4.11, M 能力 = 4.90; F(1, 237) = 30.62, p < 0.001, η2 = 
0.11), 道德诉求方式对能力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均

不显著(p > 0.10), 故实验操纵成功。 
然后以捐赠金额为因变量进行因素方差分析。

该实验中捐赠金额的偏度绝对值为 0.42, 数据整体

符合正态分布。与实验 1 结果一致, 道德诉求方式

和劝捐主体类型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 > 0.30), 而道

德诉求方式与劝捐主体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237) = 6.26, p = 0.002, η2 = 0.05。对于温暖型劝捐主

体(F(2, 237) = 3.51, p = 0.03, η2 = 0.06), 采取个体

人道诉求的劝捐效果(M = 15.23)优于群体规范诉

求(M = 12.13; p = 0.01)与中性诉求(M = 13.05; p = 
0.05), 群体规范诉求与中性诉求劝捐效果无显著

差异(p = 0.44); 对于能力型劝捐主体(F(2, 237) = 
3.56, p = 0.03, η2 = 0.05), 采取群体规范诉求的劝

捐效果(M = 14.69)优于个体人道诉求(M = 11.68; 
p = 0.02)与中性诉求(M = 11.98; p = 0.03), 个体人

道诉求与中性诉求劝捐效果无显著差异(p = 0.81)。
同时, 当采取个体人道诉求时, 相比于能力组, 温

暖组被试具有更高的捐赠金额(F(1, 237) = 8.62, p = 
0.004, η2 = 0.10); 当采取群体规范诉求时, 相比于

温 暖 组 , 能 力 组 被 试 具 有 更 高 的 捐 赠 金 额 (F(1, 
237) = 4.71, p = 0.03, η2 = 0.06); 当采取中性诉求时, 
温暖组与能力组被试的捐赠金额无显著差异(p = 
0.41)。分析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设 H1a 和 H1b。核心

变量的各组均值和标准差具体数值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实验 2) 
温暖型(n = 120) 能力型(n = 123)道德诉求方式 

捐赠金额(元) M SD M SD 

个体人道诉求(n = 80) 15.23 a 5.66 11.68 b 5.73 

群体规范诉求(n = 81) 12.13 b 5.02 14.69 a 5.31 

中性诉求(n = 82) 13.05 b 5.65 11.98 b 5.48 

注：a, b：两组均值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接下来, 运用 PROCESS 程序(Model 8, 选择

重复抽取样本量为 5000, 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

位法)对自我效能与反应效能进行中介检验(Hayes, 

2013)。结果显示, 自我效能在个体人道诉求对劝捐

效 果 的 影 响 之 间 起 中 介 作 用 ( 间 接 路 径 效 应  = 
−0.95, 95% CI [−1.9273, −0.1011]), 根据不同的劝

捐主体类型分别检验间接效应是否为调节的中介

提供支持：在温暖型组中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显著

(间接路径效应= 1.09, 95% CI [0.4022, 1.9341]), 而

在能力型组中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间接路

径效应= 0.15, 95% CI [−0.4797, 0.8760])。另一方面, 
反应效能在群体规范诉求对劝捐效果的影响之间

起中介作用(间接路径效应= 0.88, 95% CI [0.0441, 
2.0205]), 其中在能力型组中反应效能的中介效应

显 著 ( 间 接 路 径 效 应 = 0.98, 95% CI [0.3133, 
1.8167]), 而在温暖型组中反应效能的中介效应不

显 著 ( 间 接 路 径 效 应 = −0.09, 95% CI [−0.5495, 
0.7462])。上述结果为假设 H2a 与 H2b 提供了数据

支持。为排除替代性解释, 将感知正确性纳入分析, 
发现在个体人道诉求组(95% CI [−0.5381, 0.4397])
与在群体规范诉求组(95% CI [−0.2563, 0.2199])中
感知正确性中介效应均不成立; 对于卷入度, 在个

体人道诉求组(95% CI [−0.3076, 1.2917])与群体规

范诉求组(95% CI [−0.2450, 1.2477])卷入度中介效

应均不显著。最后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纳入到模

型中, 发现结果与未纳入控制变量前一致, 表明被

试对赈灾援助的熟悉度、对灾民的同情程度以及感

知捐赠重要性均不影响本研究效应。 
3.4  讨论 

实验 2 验证了反应效能与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为假设 H2a 和 H2b 提供支持。特别地, 我们更替了

捐赠情境(赈灾援助), 并考察了行为层面因变量(真
实金额), 重复了研究 1 的结论。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一, 前两个实验中捐赠对象都是人(儿童和灾民), 
那么在非人类(动物或环境等)的劝捐中, 本文的结

论是否依然成立？第二, 前两个实验均是考察直接

劝捐的效果, 劝捐主体为慈善组织。慈善营销作为

企业一种间接的劝捐手段(以消费者购买为前提), 
其效果是否类似？第三, 我们对中介变量(自我效

能与反应效能)进行操纵, 即将通过实验 3 进行效

应的稳健性检验, 以增强实验结果的说服力。 

4  实验 3：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实验 3 旨在通过调节检验的方法再次验证基于

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的中介机制, 同时为道德诉求

方式和劝捐主体类型匹配效应的稳健性提供进一

步证据。本实验选择的慈善事业为关爱自然(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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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 劝捐主体为企业 , 以其慈善营销广告为

实验情境, 采用 3 (道德诉求方式：群体规范诉求

vs.个体人道诉求 vs.中性诉求) × 2 (劝捐主体类

型：温暖型 vs.能力型) × 2 (效能类型：自我效能 vs.
反应效能)组间因子设计。我们推测, 当激活被试的

自我效能时, 温暖型劝捐主体采用个体人道诉求应

该会产生更强的捐赠意愿, 而当激活被试的反应效

能时, 能力型劝捐主体采用群体规范诉求应该会产

生更强的捐赠意愿。 
4.1  实验刺激物与程序 

被试(46.2%男性, M age = 21.51 岁, SD = 2.24 岁)
填写个人信息和签署实验知情书后, 电脑屏幕上首

先呈现捐赠项目的介绍：“任鸟飞”公益项目, 以 100
个左右亟待保护的湿地和 24 种珍稀濒危的水鸟为

优先保护对象, 是守护中国最濒危水鸟及其栖息地

的一个综合性生态保护项目。此时, 我们告知被试, 
WG 公司(虚拟企业名称)最近也参与到了该项目中, 
承诺“凡消费者选购一款节能灯, WG 即向该公益项

目捐出 0.5 元”。随后, 被试阅读该公司的简单介绍。

温暖组简介为“WG 公司是一家诚实经营、热情服

务的企业”; 能力组简介为“WG 公司是一家实力雄

厚、技术领先的企业”。然后, 被试阅读相应的诉求。

其中 , 个体人道诉求组为“心系大自然 , 现在就行

动起来吧！您从心底里知道, 您对保护候鸟栖息地

的在乎和行动是对的选择。请遵从内心的选择, 支

持这个项目”; 群体规范诉求组为“担起公民责任 , 
现在就行动起来吧！保护候鸟栖息地是体现您社会

责任感的行为。请遵循官方自然保护体系的倡导, 
支持这个项目”; 中性诉求则只简单告知捐赠需求。

紧 接 着 , 被 试 进 入 效 能 类 型 的 操 纵 任 务 (Keller, 
2006; Han et al., 2016)。对于自我效能组, 被试所阅

读的内容为“助力环保事业其实非常简单, 您可以

轻易实现！”; 对于反应效能组, 相应的阅读内容为

“募捐是助力环保事业的有效方式, 具有良好的效

果！”。被试随即表明其对 WG 公司节能灯的购买

意愿(如“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购买 WG 公司的节能

灯？”; 1 = 完全不, 7 = 非常; α = 0.89; 朱翊敏, 2014)。 
接下来, 被试依次完成核心变量的操纵检验题

项, 主要包括评估对 WG 公司的温暖知觉(如“友好

的”; α = 0.88)和能力知觉(如“能干的”; α = 0.84); 
评估个体性道德基础(如“重视关怀”; α = 0.83)与群

体性道德基础(如“尊重权威”; α = 0.74); 评估自我

效能 (如“我有信心我能在环保项目中做出贡献”, 
α = 0.81)与反应效能(如“我认为捐赠项目能在环保

中取得良好效果”, α = 0.72; Keller, 2006)。同时, 完

成控制变量的测量, 如对环保捐赠项目的熟悉程度, 
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上述测量均在 7 分量表上

进行(1 = 完全不认同, 7 = 非常认同)。最后, 实验

助理质询被试对实验目的知晓情况并发放报酬。 
4.2  数据分析与结果 

在剔除注意力测试未通过(19 个)、未完成所有

实验步骤(3 个)或者猜出实验目的(1 个)的被试后剩

余 461 份有效数据。操纵检验表明, 被试感知温暖

型劝捐主体具有更多温暖特质(M温暖 = 4.86, M能力 = 
4.35; F(1, 449) = 18.35, p < 0.001, η2 = 0.04), 认为

能力型劝捐主体具有更多能力特质(M 温 暖  = 4.10,  
M能力 = 4.67; F(1, 449) = 22.65, p < 0.001, η2 = 0.05); 
其 余 对 社 会 知 觉 的 主 效 应 或 交 互 效 应 均 不 显 著

(ps > 0.05)。个体人道诉求组更认同个体性道德基

础(M个体 = 4.78, M群体 = 3.90, M中性 = 4.21; F(2, 449) = 
19.93, p < 0.001, η2 = 0.08), 个体人道诉求组显著

高于中性诉求组(p < 0.001), 中性诉求组显著高于

群体规范诉求组(p = 0.029)。群体规范诉求组更认

同群体性道德基础(M个体 = 3.95, M群体 = 4.80, M中性 = 
4.33; F(1, 449) = 18.19, p < 0.001, η2 = 0.07), 群体

规范诉求组显著高于中性诉求组(p = 0.001), 中性

诉求组显著高于个体人道诉求组(p = 0.007); 其余

对道德基础的主效应或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ps > 
0.05)。 自 我 效 能 组 被 试 对 自 己 的 行 动 更 有 信 心   
(M自我 = 4.82, M反应 = 4.27; F(1, 449) = 21.38, p < 
0.001, η2 = 0.05); 反应效能组被试对项目有效性评

估更高(M自我 = 3.97, M反应 = 4.49; F(1, 449) = 19.58, 
p < 0.001, η2 = 0.04); 其余对效能感的主效应或交

互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 故实验操纵成功。 
以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

明, 与前两个实验一致, 道德诉求方式与劝捐主体

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 F(2, 449) = 3.28, p = 0.039, 
η2  = 0.014。道德诉求方式与效能类型的交互项

(F(2, 449) = 6.43, p = 0.002, η2 = 0.028)和劝捐主体

类型与效能类型的交互项(F(1, 449) = 6.65, p = 
0.010, η2 = 0.015)也达到显著水平。更重要的是, 道

德诉求方式、劝捐主体类型与效能类型三阶交互效

应显著, F(2, 449) = 3.46, p = 0.032, η2 = 0.015。对此

三阶交互效应进一步分解, 与我们的推测一致, 当

激活被试的自我效能时, 不同道德诉求方式下购买

意愿差异仅存在于温暖型劝捐主体(F(2, 449) = 
6.33, p = 0.002), 而当激活被试的反应效能时, 不

同道德诉求方式下购买意愿的差异仅存在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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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实验 3) 
自我效能组(n = 231) 反应效能组(n = 230) 

温暖型(n = 118) 能力型(n = 113) 温暖型(n = 114) 能力型(n = 116) 
效能感主体类型 

道德诉求方式 
M SD M SD M SD M SD 

个体人道诉求(n = 149) 5.16 a 1.44 4.13 b 1.19 4.04 a 1.24 3.95 a 1.17 

群体规范诉求(n = 158) 4.18 b 1.30 3.88 b 1.23 4.08 a 1.45 4.84 b 1.15 

中性诉求(n = 154) 4.22 b 1.26 4.19 b 1.22 4.09 a 1.24 3.81 a 1.25 

注：a, b：两组均值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型劝捐主体(F(2, 449) = 7.17, p = 0.001)。我们将各

组均值、标准差及事后比较的结果整合于表 2 之中。

实验 3 的数据分析结果重复了实验 1 和 2 的结论, 
为研究假设 H1 和 H2 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4.3  讨论 

实验 3 通过调节检验的方法再次验证了基于自

我效能和反应效能的中介机制, 并证实了道德诉求

方式与劝捐主体类型对间接劝捐也具有同样的匹

配效应, 是实验 1 和 2 结论的有力补充。另外, 我

们将捐赠对象拓展到动物/环境类别。总言之, 实验

3 通过置换刺激材料、采用调节方法、调整操控顺

序、更改实验情境等为前两个实验的结果提供更稳

健的证据。 

5  综合讨论 
通过 3 个实验, 本研究探讨了社会知觉视角下

道德诉求方式对慈善劝捐效果的影响, 并对其内在

的心理机制(即自我效能与反应效能感)进行了深入

分析。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有理论文献, 
也为慈善组织或企业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5.1  理论贡献 

首先, 从社会知觉视角拓宽了对道德基础理论

及其不同诉求方式的理解。尽管以往研究基于道德

基础理论对个体的自控行为、绿色消费和企业道德

定 位 等 展 开 了 丰 富 的 探 讨 (Kidwell et al., 2013; 
Mooijman et al., 2017; Winterich et al., 2012), 但鲜

有研究关注到道德基础理论的具体内涵与社会知

觉的微妙关系。本文在详细解读道德基础理论的基

础上, 结合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构建和验证道德诉

求方式、劝捐主体类型和劝捐效果之间的理论模型, 
为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道德基础理论提供了更独到

的视角。在慈善捐赠领域, 道德相关因素与消费者

对 慈 善 组 织 或 企 业 的 响 应 息 息 相 关 (Lee et al., 
2014), 而道德诉求方式是为劝捐主体有效传递信

息的途径之一。虽然运用不同道德诉求方式进行劝

捐的现象普遍存在, 但目前尚无实证研究从理论的

视角加以解释。另一方面, 展示温暖还是能力孰优

孰劣, 现有研究存在不一致结论。例如, 大笑容会

导致消费者对营销人员感知能力不足, 从而削弱其

高风险产品偏好(Wang et al., 2017), 而感知温暖不

足也会降低高焦虑者的购买意愿(Zawisza & Pittard, 
2015)。可见, 探索与社会知觉维度相匹配的因素也

至关重要。因此,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刻板印

象内容模型及社会知觉理论形成有益补充。 
其次, 丰富和延伸了广告说服研究, 为劝说者

与被说服对象之间的有效互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

角。说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无论是呼吁消费者进

行健康行为、环保行为还是亲社会行为, 目的都是

通过给被说服对象传达某种信息而影响其心理和

行为决策(Chang, 2008; Choi et al., 2013; Kidwell et 
al., 2013)。以往研究有从说服者的角度, 着重探讨

信息展示是否合理, 也有从被说服对象的角度来研

究个体差异对说服效果的影响 (Lee et al., 2014; 
Winterich, Aquino, Mittal, & Swartz, 2013), 但有关

被说服对象对劝说者的印象感知的研究却较为有

限。本研究指出, 劝捐主体在说服过程中诉求方式

与消费者对劝捐主体的温暖/能力感知必须匹配方

能发挥最佳效果。同时, 我们不仅探讨组织层面下

消费者对劝捐主体(如慈善机构)的知觉, 同时将个

体层面下消费者对劝捐主体(如代表人物)也纳入考

察范围, 为避免两个层面知觉冲突提供依据。另一

方面, 用效能感来解释信息有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健康说服领域(Choi et al., 2013), 我们将其进一

步延伸到慈善劝捐的情境, 考察消费者对项目有效

性和自我能力的评估所起的作用, 验证了两种不同

的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反应效能和自我

效能的双路径机制, 为信息说服过程提供了较新的

解释视角, 同时拓宽了效能理论的应用范围, 对丰

富信息说服研究也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最后, 本文的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深化亲社会行

为相关理论。亲社会行为既可以是自发的, 也可以

是他人引导发生的(Savary et al., 2015)。捐赠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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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典型的亲社会行为, 它的发生条件和作用机制可

能与其他亲社会行为(如环保、志愿服务)可能具有

共通之处。本研究首次将道德基础理论与刻板印象

内容模型结合在一起, 无论是透过道德诉求方式或

消费者知觉的镜头来看待亲社会行为, 还是从自我

效能和反应效能的中间机制来理解亲社会行为的

发生, 本研究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以往亲社会行为

研究的理论深度。  
5.2  管理启示 

在管理实践上, 本文研究结论也为组织有效实

施劝捐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一方面, 慈善机构或

企业在采用不同的道德诉求方式进行劝捐时, 应对

自身进行准确定位, 判断是属于温暖主导型还是能

力主导型, 即对消费者知觉予以充分考虑, 也可以

根据即将采用的道德诉求方式适当调整自身展示

的形象要素。温暖型劝捐主体采用个体人道诉求、

能力型劝捐主体采用群体规范诉求的搭配运用可

以有效提升劝捐效果, 包括获得较大的捐赠金额、

较高的捐赠意愿或购买意愿以及积极的组织态度

等。同时, 组织代表人物(如代言人)能影响消费者

知觉判断, 在选择代表人物时应注意评估其形象是

否与慈善机构或企业自身的温暖/能力维度相契合。

另一方面, 慈善机构或企业应关注提高消费者的两

种效能感, 反应效能通过强调捐赠项目的有效性促

进消费者对其所支持的项目产生乐观评估, 而自我

效能通过增强消费者对自己在捐赠项目中发挥作

用的容易程度, 两种效能感的增强均有助于提升劝

捐效果。劝捐主体除慈善组织和企业外, 还包括学

校、居委会等其他工作单位(赵芬芬等, 2018), 故本

文研究结论对企业善因营销、公益组织开展募捐活

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有待后续研究的

进一步完善与探讨。第一, 实验被试均为大学生样

本, 尽管实验设计都采用了组间方式, 避免了被试

受到污染, 但实际消费者与实验被试仍存在一定差

距, 未来研究需要大量采用其他被试群体进行验证

和推广。第二, 本研究所用的实验材料为文字形式

的捐赠倡议书, 现实生活中可能还存在其他倡议形

式, 如捐赠动员大会、媒体视频播放等, 不同的方

式是否会影响到最后的研究结论仍有待考究, 这也

可以作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第三, 本研究所模

拟的捐赠情境为匿名捐赠(如实验 2 把捐款装入不

透明信封), 而公开捐赠和私密捐赠会影响消费者

对捐款意义的判断(Simpson et al., 2018), 因此未来

研究可进一步比较不同情境(如公开 vs.私密)中劝

捐效果的差异。此外, 本研究仅探讨了道德诉求方

式与劝捐主体类型的匹配效应, 挖掘更多与道德诉

求方式相匹配的消费者特质(如调节定向)具有一定

的可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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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温暖型(左)与能力型(右)的机构代表人物(实验 2) 
 
 

The impact of congruency between moral appeal and  
social perception on charitable donation 

CHEN Siyun1; WEI Haiying1,2; MENG Lu3 
(1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2 The Institut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has long paid attention to how to improve persuasive effectiveness in charitable donation. 

Based on moral foundation theory (MFT) and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a match 
between moral appeal and social perception leads higher persuasive effectiveness of individual donation. More 
specifically, relative to those who are exposed to a binding appeal, consumers who are exposed to an 
individualizing appeal are more willing to donate for warmth-oriented organizations. However, for competence- 
oriented organizations, a binding appeal will garner higher persuasive effectiveness than an individualizing 
appeal. Furthermore, two types of efficacy (i.e., self-efficacy and response efficacy) mediate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moral appeal and social perception on donation effectiveness.  

Three lab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se hypotheses. In particular, experiment 1 employed a 
3 (moral appeal: binding appeal vs. individualizing appeal vs. neutral) × 2 (social perception: warmth-oriented 
vs. competence-oriented) two-way between-subjects design. We found that competence-oriented (vs. 
warmth-oriented) organizations will obtain better donation persuasion results when consumers are exposed to 
binding (vs. individualizing) appeal, supporting the hypotheses H1a and H1b. Then, in experiment 2, we 
identifi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such tha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is driven by consumers’ response efficacy 
and self-efficacy, verifying the hypotheses H2a and H2b. Experiment 3 further examin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efficacy using a moderation approach.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condition 
of 3 (moral appeal: binding appeal vs. individualizing appeal vs. neutral) × 2 (social perception: warmth- 
oriented vs. competence-oriented) × 2 (efficacy: self-efficacy vs. response efficacy). Experiment 3 replicated the 
findings of previous experiments, showing the robustness of our conclusions. We also ruled out som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e.g., empathy) in the study. 

Theoretically, this research observ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moral appeal and social 
perception, thus extending both moral foundation theory and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The current study also 
enriches existing donation literature by examin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ponse efficacy and self-efficacy. 
Managerially, this research has rich implica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companies when they aim to 
improve persuasive effectiveness in an individual donation. 
Key words  moral appeal; warmth; competence; donation; self-efficacy; response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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